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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与再造：利益性家庭的生成机制 
——基于浙江 J 村家庭作坊的社会学考察 

杜鹏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从家庭与市场的契合性视角，基于浙江 J 村家庭作坊的社会学考察结果表明，家庭并不仅仅是市场解

构作用的产物。依托作坊经济，家庭嵌入并适应市场的同时也受到了市场的再造。家庭的市场嵌入是指家庭的

日常生活逻辑与家庭再生产的策略均服从于市场与资本的逻辑。市场对家庭的再造表现为伦理冲击与结构强化

的悖论后果，形成利益性家庭。利益性家庭融合了激进与保守的双重属性，反映了家庭市场化转型的复杂性，

并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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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rest-oriented family:  
Based on sociological study of family workshops in Zhejiang province 

DU Peng 

(Center for Rural China Governa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iprocity of family and market, the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family workshops 
in J village of Zhejiang province shows that family is not just a product of the role of market deconstruction. Relying on 
the workshop economic, families embedded and adapted to the market as well as being reconstructed by the market. 
Market embedded family means that the logic of family daily life and the strategy of the family reproduction are subject 
to the logic of market and capital .The market has a paradox consequence of ethical crisis and structure reinforcement on 
the family pattern, thus the interest-oriented family formed. Interest-oriented family is a mixture of the double attribute 
of the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and it reflects the complexity of market transition of family and presents relative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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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的乡土

社会已经渐行渐远，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也随之发生了变

化。中国的家庭社会学自重建以来,一直关注宏观
的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现代化进程对家庭制度

变迁的影响[1]。当前学界关于家庭的研究仍以现代

化范式为主导[2]，并具体化为对家庭转型的研究。

关于家庭转型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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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家庭的结构转型。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初，费
孝通便发现了家庭结构变动中的核心化趋势[3]。这

一发现也为随后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所验证[4-5]。

学界普遍认为，伴随着工业化与市场化，家庭原

有的功能逐渐分化，传统的富有等级色彩的扩大

家庭向平权型核心家庭转变。随着现代性因素对

村庄的进一步渗透，农村家庭结构甚至呈现出从

核心家庭本位迈向个体本位的趋势[6]，家庭在进入

市场的过程中面临着解体的可能性。这些研究有

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家庭与市场之间的对立，且

市场对家庭构成解构性的力量。其次是家庭伦理

的变化。一般认为，家庭伦理的变迁与家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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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型具有正相关性。但若是将这两个变量同时

放在市场的影响之下来考察，就会发现，家庭结

构与家庭伦理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同步性，相

反，二者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的悖论。这种悖论突

破了核心家庭固有的内涵，因而有助于人们跳出

核心家庭化的固定思维，丰富对于家庭转型过程

及结果的理解，从而进一步反思市场影响家庭的

机制。 
现代化范式下家庭转型研究的线性进程和单

向维度忽视了市场与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经

验语境中，市场与家庭之间并非纯然对立。实际

的情况是，家庭嵌入市场并被市场再造，同时，

家庭嵌入市场的方式也决定了市场再造家庭的方

式与效果。以此为基础，才能理解市场经济条件

下中国小农家庭的相对稳定性。当前一些学者已

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黄宗智结合相关的历史与

现实依据论述了江南小农面向市场的“家庭化生

产”[7]态势，随后他也注意到打工经济背景下制度

化的半工半耕非正规经济的大量存在[8]。前者构成

过密化生产，后者则是去过密化生产。从过密化

的家庭生产到去过密化的“半工半耕”，并未伴

随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三代家庭仍然普

遍存在[9]。 
延续黄宗智的思路，为进一步考察家庭与市

场的契合性以及市场条件下的家庭性质，笔者于

2013年 11月和 2014年 4月相继赴浙江 J村调研，
虽发现当地家庭具有明显的核心家庭表象①，但对

当地家庭进行内部分析后就发现家庭结构与伦理

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张力的存在凸显了市场影

响家庭机制的差别性。单纯的家庭核心化并不能

充分解释当地家庭结构与性质。核心家庭这一形

式化表述遮蔽了家庭不同层面(家庭结构与家庭伦
理)的复杂影响，唯有引入机制分析，才能揭示这
种深嵌入市场的家庭模式——“利益性家庭”。 

二、利益性家庭及家庭作坊特征 

利益性家庭是一种以利益获得和利益积累为

目标的功能性家庭形态。它是家庭的市场化转型

的产物，反映了家庭转型的复杂性，表现为家庭

伦理弱化和家庭结构强化的共存。利益不仅构成

了家庭的基础，也重构了家庭的目标。面对市场

化过程产生的风险与成本，家庭的利益整合维系

着家庭结构的完整性。这种富有悖论性的家庭形

态显然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核心家庭。 
(1)经济基础的差异。利益性家庭是家庭作坊

经济的产物。作为工业化的初级形态，家庭作坊

可以让农民分享市场化和工业化的收益，实现阶

层身份的向上流动。利益性家庭因而具有更为厚

重的经济基础，这不同于中西部地区的家庭转型

所形成的核心家庭。在中西部地区，核心家庭主

要依靠务农以及打工，并不具有产生大量收益的

条件，或者，利益的产生因为通过空间分离的形

式，实际上以牺牲家庭关系为代价。 
(2)权力关系的差异。核心家庭一般被视为传

统的大家庭结构解体的产物，家庭核心化的过程

在现代化的视角下也是家庭关系的民主化过程。

利益性家虽然同样具有家庭结构简化和规模弱化

的特点，但在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方面，则表现

为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的不平等。 
(3)家庭目标的差异。核心家庭是过日子的基

本单位，夫妻轴的横向家庭关系主导着家庭生活

的内容与节奏。利益性家庭的目标则超越了相对

朴素的“过日子”[10]阶段，深深嵌入到市场体系

之中，直面市场中的利益与风险，其目标是在激

烈的竞争格局中实现向上流动。因而，相对于一

般的核心家庭而言，利益性家庭呈现出更为强烈

的功能性色彩。 
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经

济，借助于家庭内部劳动力的有效分工，实现了

黄宗智所言的“家庭化生产”。当然，随着现代

性进村，家庭的生产功能逐渐外移，家庭因结构

与功能的日益简化而成为一个生活与消费单位。

但正如 W·古德所言：“启灵于工业化这一富有魔
力的词汇是无济于事的，它不可能突然使所有的

家庭都进入井然有序的历史进程” [11]。J村的家庭
并没有遵从现代化的“铁律”，而是在市场力量

的涤荡之下延续了家庭化的生产形式。改革开放

伊始，J 村很快开启了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J 村
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层

的探索，表现为遍布于 J村的家庭作坊。家庭作坊
是生产的家庭化的典型形态，也是理解当地家庭

的组织与家庭性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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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村地处东南丘陵山区，历史上因为土地资源
稀少，要达到基本的温饱水平比较困难，因此，

早在大集体时代，一些胆大的村民偷偷跑到邻近

的江西省当伐木工人，以维持基本的生存。20 世
纪 70 年代后期，J 村开始突破政策限制，发展五
金加工业，到了 80 年代，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家
庭作坊逐渐增多，并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J
村共 700 人，其中“办厂”(家庭作坊)的比例在六
成左右，其余则以开店为主。J 村在市场化的转型
中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阶层分化，其中家庭作坊的

老板群体构成了村庄中的中层群体和上层群体。

与历史上传统家庭作坊不同的是，J 村的家庭作坊
是当地农民参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构

成了“社会化小生产”的重要环节，实现了对家

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而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副

业。J村家庭作坊有如下特点： 
(1)家庭内部的分工与合作。家庭作坊的经典

描述便是“夫妻店”，即夫妻相互扶持，共同参

与。从 J村的情况来看，家庭作坊的分工主要是丈
夫在外负责销售业务，妻子则多半留在家里，按

照丈夫提供的产品与市场信息组织生产。丈夫在

有精力的情况下，也会在家解决生产以及技术上

的问题。家庭作坊中的夫妻分工延续了传统的

“男主外，女主内”习惯。这种“夫妻店”的最

大优势在于以家庭化的组织方式极大地压缩了管

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因其灵活机动而能够

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此外，家庭作坊的特点还表

现在对子代的职业安排和选择上，当地年轻人上

大学的愿望并不强烈，许多人在高中毕业之后一

般会选择学习一门特定行业的技术，延续和发展

家庭的产业。 
(2)重积累而轻消费的生产逻辑。家庭作坊一

般并不具有正规的厂房和管理制度。生产要素主

要包括土地、劳动力与资本。如何基于有限的生

产要素实现扩大化再生产，如设备的升级换代和

工人的增加，是家庭作坊主的主要目标。J 村家庭
作坊一般是利用现有的宅基地，在自家院子里建

一个简易房子，或者搭上一个棚子，摆上几台机

器从事生产。劳动力主要依靠外来务工者，人数

从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夫妻二人既是管理者，在

必要的时候也可能直接参与生产，没有多少闲暇

时间。在财务核算中，夫妻二人的劳动力投入是

不进入成本核算的，这一点同农业经营并没有什

么本质区别。办厂前期的投资不会太大，若夫妻

有魄力肯吃苦，有风险意识，能精诚合作，家庭

作坊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对于家庭作坊的

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无疑是资本。资本主要来自

于内向积累性的家计安排。因此，家庭作坊规模

扩大的需求压缩了农民家计安排的空间，形成了

重积累而轻消费②的生活方式。家庭生活的逻辑服

务于资本积累的逻辑。 
(3)非正规经济的运作方式。家庭作坊属于典

型的“非正规经济”[12]。当地家庭作坊形成的原

始积累一般来自于“跑供销”，由此打开市场，

建立销售关系，在获得一定积累且形成对市场行

情的判断之后，便开设家庭作坊从事配套生产，

然后夫妻、兄弟向外跑业务，发展到一定程度便

开始雇工。绝大部分家庭作坊没有自己的品牌，

对外部市场具有较大的依附性和被动性。因为没

有自己的品牌，市场的拓展维系便只能依靠私人

关系。为了打开产品的销路，男性每年要花大量

时间在外面跑业务，既发展新的客户，也要维持

老客户的关系。客户关系具有非正规性，在很大

程度上通过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人情机制运作实

现。J 村一个较大的老板讲到：“有的朋友比兄弟
还重要。自己生意能做大，说大是国家政策，说

小是朋友帮衬，当然，做人是自己的。”朋友构

成了一个以作坊主为中心的生意圈。 

三、利益性家庭的市场嵌入 

在作坊经济基础的之上的 J村家庭生产功能仍
然得到保持。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单位，而且

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的生产性意味着家庭在更

深的层次上嵌入市场。“嵌入”是卡尔·波兰尼[13]

提出来的概念，用来描述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利益性家庭的市场嵌入指的是家庭的日常生

活逻辑与家庭再生产的策略均服从于市场与资本

的逻辑。家庭的市场嵌入有两种类型：首先是打

工逻辑之下的家庭嵌入；其次是作坊经济基础上

的家庭嵌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本文重点关注

的是后者，即立足于 J村的家庭作坊经济的经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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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来探讨特定时空情境下的家庭结构形态，前者

则构成本文讨论展开的参照。 
1．生产性嵌入 
J 村家庭以生产性的角色和功能嵌入市场，笔

者称之为生产性嵌入。此处所谓生产，指的是家

庭本身所具有的生产功能，而非就家庭成员的劳

动力而言。而且，这种生产功能的实现，主要不

再附着于土地，而是具有了很强的资本化生产的

色彩。通过生产的姿态进入市场以获得资本化的

利益，这种利益显然高于仅仅凭借家庭成员的劳

动力带来的收益。事实上，也正是这种高额的利

益，创造了子代家庭独立自主经营的可能性，在

这里，代际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不再必要，夫妻二

人通过作坊经济便可以达到完满而又充裕的生活

水平。生产性的嵌入，也意味着家庭关系的组织

和经营成为家庭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虽然生产

性嵌入因为嵌入市场的层级较高而能获得更多的

利益，但同时也意味着家庭的生活逻辑为生产逻

辑所主导，这为市场对家庭的再造创造了可能。 
2．有机性嵌入 
作坊经济基础之上的家庭，同时也以有机的

整体性方式嵌入市场，也就是说，农民并非以个

体的形式面对市场③，家庭并不只是人的物理组

合。所谓有机性，从家庭结构上看，作坊经营之

顺利必然要求夫妻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子代的可继

承性；从家产方面来看，因为家庭作坊往往投资

较大，譬如固定资产设备的投资往往都在上百万

元，而且收益丰厚，这种家产往往具有不可分割

性。经营家庭作坊需要调动家庭所有力量与资源

的参与，包括家庭的宅基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以

及社会关系资源。也只有家庭内部各要素的优化

配置才能赢得市场经济中的利润份额。残缺的家

庭想要经营作坊，无疑将面临着更高的成本。 
总而言之，由于家庭的生产性功能得以保

留，同时，为了减少市场的风险和压缩成本，家

庭通过两种方式嵌入市场，即生产性嵌入与有机

性嵌入。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进入家庭之中，并

改造了当地农民的家计模式。与打工经济造成的

家庭要素在空间上的分离不同，J 村的家庭因为作
坊经济的运行而实体化，表现在空间上的集聚

性、生产上的协同性及随之而来的家产上的不可

分割性。 
家庭的实体化，还意味着个人并非直面市

场，家庭成为个体进入市场的有力中介。以家庭

为载体而进入市场，能够有效保护个体免受市场

风险的直接冲击。市场社会是利益社会，但也是

风险社会，家庭作为中介，既吸收了市场的利

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市场的风险。 

四、市场对利益性家庭的再造 

从家庭嵌入市场的角度看，家庭具有适应市

场的可能性。接下来的问题是，家庭在嵌入并适

应市场的同时，又如何受到市场的塑造？一直以

来，因为受限于现代化的认识范式，市场往往被

认为是消解传统的激进力量。市场化既导致了家

庭核心化，也导致了家庭伦理的弱化。核心家庭

被设定为家庭转型的终点，至于核心家庭本身的

复杂性在这种变迁的视角之下被忽略了，如此一

来，市场之于家庭的影响就被简化。笔者通过调

研发现，J 村普遍存在的婚姻越轨与相对较低的离
婚率形成鲜明的反差。据调查统计，J 村近十年以
来的离婚数量只有 8 例，但是，以男性为主的婚
姻越轨在当地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这说明，

首先，家庭伦理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家庭解体；其

次，市场对家庭的影响兼有激进与保守的特性。

二者共同驳斥了现代化范式之下关于家庭转型及

其后果的认识。 
为了讨论市场再造家庭的复杂性，并进一步

讨论嵌入市场的家庭稳定性问题，需要深入到家

庭内部，剖析市场对家庭结构层面与伦理层面的

不同影响，同时，还要考察这两个层面何以共存

并如何塑造了 J村当下的家庭形态。 
1．家庭伦理弱化 
如前所述，J 村人以实体性的家庭为单位嵌入

市场，家庭作为有力的中介联接了农民与市场，

但是作为现代性载体的市场与地方社会之间并不

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因此，农民对接市场的风险

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转嫁到家庭，为家庭所消

化。在此，家庭这一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以牺牲

既有的伦理内容而维系了其市场主体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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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家庭伦理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生

活为经济逻辑所主导。家庭再生产服务于资本再

生产的要求。夫妻之间因为分工的需要，闲暇时

间受到压缩，基本上每天都要忙于家庭作坊的生

产和销售事务，家庭生活充满了经济的内容，重

积累而轻消费，重物质利益而轻情感交流。在经

济分化明显，竞争剧烈的现实之下，家庭生活的

自主性弱化，家庭内在的目的遭遇扭曲。市场的

理性化要素重构了人们对于家庭和家庭关系的评

价。 
其次，农民与市场的紧密关联，造成了村庄

血缘地缘关系的进一步虚化，村庄之外的后致性

关系 [14]日趋重要。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辐射之

下，农民的社会关系被利益所塑造，关系中的价

值理性被工具理性逐步替代[15]，社会关系进一步

资本化，建立和维系一个稳定的客户群，结识政

府相关部门的官员，可为家庭作坊的发展创造条

件，对于家庭作坊的维持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关系的经营，首先是圈子的建构和人情关系的

走动，其次，这种资本化的关系也渗入家庭内

部，典型的表现是“门当户对”的婚姻策略成为

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 
再次，市场带来的收益并非遵循均等分配的

逻辑，作坊经济主导下的村庄呈现出明显的阶层

分化。家庭作坊主是富人群体的主要来源，村庄

的贫富分化为性资源向富人的集聚创造了合理

性。在当地，婚姻中的越轨行为在村里并不算什

么新鲜事，反而再正常不过，当地婚姻中的越轨

丧失了道德色彩，对于一个有钱的男性而言，不

出轨则可能被贴上“傻”的标签。 
最后，市场模糊了村庄社会的边界，弱化了

村庄公共性，并催生了“私人生活”[16]的广泛兴

起，村庄社会被一个个私人圈子所割裂，不再能

形成有力的道德话语。因此，越轨也不再能受到

村庄公共舆论的检视和批评。“大势是男人有这

种事情是风光”，毕竟，出轨“对其他村民没什

么伤害，只是村民茶余饭后的闲聊而已”。 
中国的家庭之特性，首先在于其文化内核。

家庭是“圣凡一体”[17]的存在。家庭固然是生产

生活的单位，同时也是一个宗教伦理单位。家庭

之于中国人具有在世之内的超越性意义，赋予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以意义感。但根植于家庭之上的

意义感正在被打破，家庭的内容日益单薄，其伦

理的内容正日益遭受市场力量的驱逐。家庭越来

越形式化而失去了意义层面的厚重感。 
在这个意义上，市场之于当地的家庭表现为

一般意义上的侵蚀作用。这种趋势不仅见于 J村所
处的经济发达地带，在相对偏远而未发达的中西

部偏远农村，市场对家庭传统伦理的影响也呈现

出同样的方向。婚姻越轨的普遍存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 J村家庭的伦理危机。 
2．家庭结构强化 
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工

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过程。形式理性强调目

的—手段的权衡，伦理与价值因而被虚置。上文
已经论及市场塑造家庭时激进的一面，但是，家

庭在嵌入市场的过程中，其内部的伦理内涵固然

有所淡化，但来自于市场的大量利益的注入，却

也极大地固化了家庭的边界，并强化了家庭内部

的权力结构，家庭因而呈现出较强的结构稳定

性。家庭结构的相对稳定正是建立在内部不均衡

和不平等关系的基础上。 
因此，市场固然因剥离了家庭的伦理内涵而

塑造了家庭激进的一面，但是在家庭的结构上，

市场的作用则又具有保守色彩。具体而言，家庭

在嵌入市场的同时，也导致了市场对男性的夫权

(相对于妻子)和父权(相对于儿子)的强化，从而维
系了家庭形式上的完整性和整体性，以下主要从

横向关系中的夫权与纵向关系中的父权两个方面

分析。 
（1）夫权。理想型意义上的核心家庭具有夫

妻之间权力平等的性质。但是，作坊经济基础上

的家庭结构并不具有夫妻平等的特征。“夫妻

店”形式下的夫妻合作并不必定意味着夫妻之间

的平等性。在调查中，一个老板如此说道：“办

厂的，还是老板娘辛苦一点，女的在厂里什么都

要管，厂里的，还有门市部的也要管，男的只是

在外面联系业务，自由，找也找不到他，真正厂

子办得好的，老板娘都是很辛苦的。家里实际还

是男的做主，女的说了算的很少，多数还是男的

说了算。”如前所述，“男主外，女主内”的家

庭分工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家庭经济中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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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历史在当下的 J村得以延续。纯粹从经济
层面来讲，男性掌握的社会资本具有不可替代

性，家庭作坊的业务维持与客户关系扩展主要是

通过男性的私人圈子进行的，与此同时，恰恰是

家庭作坊的市场范围和客户关系决定了家庭经济

的好坏，决定了产品是否能够顺利销售，其社会

资本状况决定了流动资金需求的迫切程度，也决

定了家庭作坊的风险规避能力。在家内负责的女

性，实际上是以“家务”的形式统领着作坊维持

之诸事，这导致女性在作坊经济中的依附性和可

替代性。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女性即使发现男性

出轨，往往也缺少有力的谈判能力。 
男性对家庭经济权力的掌握奠定了家庭内部

男性当家的权力结构。妇女当家只具有表面意义

而不具有实质内容。“表面看来，钱是女的管，

但实际还是男的说了算，女的掌握不起”。事实

上，嵌入市场的作坊经济模式，本身就决定了只

有掌握了市场的人才具有真正的当家权。 
家庭的生产性嵌入促使家庭获得资本化收

益，家庭的有机性嵌入则进一步明确了家庭的边

界，并整合了家庭有限的资源，有利于进一步强

化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的市场收益。家庭内部的

资源流动，遵循的主要不是情感的逻辑，而是利

益的逻辑；不是生活的逻辑，而是生产的逻辑。

因此，家庭政治便不再是围绕“仁、义、礼”的

家庭理想而展开的权力游戏[18]，而是具有了更为

现实的利益博弈的味道。这些现实的权衡主要围

绕着家产而展开，正是这种家庭内部现实的利益

政治才能解释越轨普遍存在的背景下婚姻的相对

稳定性如何可能的问题。这说明家庭伦理危机并

没有彻底导向家庭结构危机，而是受到了一定的

限制。这种限制包括两个方面，可分别从夫妻双

方来考虑。 
在当地人看来，对于男性，“那些为了财产

不离婚的，其实也是一种责任，是保护家产”。

理解这句话要回到当地更广泛的社会经验。对于

作坊老板这些中上层人而言，妻子嫁过来时往往

带着多于男方所给彩礼的高额嫁妆，这笔钱构成

了小家庭的财产并用于发展家庭工业。若是离

婚，原有的汇集在一起的家庭财产不可避免地面

临分割，家庭工厂的运行势必受到影响。女性一

旦离婚，不仅在财产分割上处于劣势，而且还要

面临当地婚姻市场的挤压而难以再婚，因此，离

婚面临着极高的机会成本。当地人讲，财产多的

家庭，不离婚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财产。

“女性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离了，就什

么都没有了。”人们认为，如果女的太计较，离

婚率会更高。“很多家庭是表面忍，实际已经破

裂了”。总的来看，夫权话语已经浓浓地包裹着 J
村的家庭。 
（2）父权。按照家庭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

般逻辑，伴随市场化与工业化而来的往往是子代

经济上的独立以及父代权威的衰落。但这个逻辑

成立的前提在于家庭的生产功能转由市场来承

接。但如 J村的经验所展示的，农民以实体性的家
庭介入市场的同时，市场的利益也涌入家庭，并

支撑起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 
此处所谓父权，主要表现为子代成家立业之

前父代对子代的干预。干涉的理由主要是家庭作

坊扩大化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社会资

本积累与家业的纵向传承。首先，社会资本积累

的经济动力转化为“门当户对”的婚姻策略。在这
样一个经济发达且高度市场化地区，婚姻自由似

乎理所当然。但是，在 J村的调查发现，目前当地
男女认识主要是通过介绍的方式，尤其是有钱的

家庭工厂主的子代婚姻基本上都是介绍的，越有

钱的人通过介绍的方式认识的越多，而且都倾向

于找本地媳妇，底层的人被排挤出本地婚姻市

场。富人家庭即使是子女在外读书或者经商也是

通过家庭介绍，通过门当户对的婚姻实现强强联

合，从而保持和提升自己家庭在地区社会中的社

会地位，最终现实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及

资本和关系的强强联合。子女在婚姻对象的选择

上并不能享受完全的独立自主，“门当户对”成

为框定子女婚姻机会的基本标准，“我们这里，

办厂的人家都找办厂的人家，结成亲家；打工的

人家就找打工的人家”。在 J村，一个家庭工厂的
老板曾向笔者描述过他如何拆散他女儿与其外地

男友的故事：男孩是他女儿读大学时自由恋爱认

识的，之前女儿并未跟父母本人讲，本计划着与

男友结婚，才告知家里，却没想到遭到家里强力

反对，父亲甚至不惜以断绝父女关系相威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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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女儿屈服，与男朋友分手。“门当户对”意味

着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极大的干涉权力。借由对

子女婚姻的干涉，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便可以得

到扩大，从而为家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其次，父代家业传承的未来预期转化为对子

代职业选择的干预。家庭作坊的发展需要生产的

连续性来保证，但资本生产的连续性又需要“子

承父业”来保证。尤其是对于经营状况不错且前

景很好的家庭作坊，父代希望儿子继承的冲动就

更为强烈。例如，J村 43岁的陈桂虎 2012年才添
置机器在家办厂：“开始我们只有 2 个客户，以
后会慢慢好起来的，想今年明年发财不可能，要

有长远打算。我儿子以后可以接班，做老板，父

母留下来，儿子上来了，一个比一个。村里老人

说，夫妻两人干，儿子刚好，孙子干更大，一下

子发财的有几个人。” 
同时，因为家庭作坊的收入较高，即便是毕

业的大学生，如果家庭作坊办得不错，基础较

好，也愿意回来接手。在当地人看来，即便是企

业高管，也终究只是替别人打工，还是比不上自

己当老板。调查发现，不少 J村出去的大学生，所
学专业往往跟五金加工有关，如机械、物理、化

学之类，他们在毕业之后往往会继续从事五金行

业，并接手父亲留下来的家业，而且，以他们所

学的现代知识，更有可能将家庭作坊的生产与管

理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档次。相反，对于公务

员、当兵这些于一般农村农民而言较好的出路，

于 J村人而言却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五、利益性家庭的多重属性 

市场的作用具有复杂性和悖论性，并塑造了

家庭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在市场的侵袭之下，

家庭内部传统的伦理元素弱化，另一方面，市场

也通过生产化的家庭输入利益，从而重构了家庭

内部基于家父长制的权力结构。处于激进与保守

之间的家庭不能为“核心家庭”这一学术界既有

的概念所包含。“利益性家庭”融合了激进与保

守的特性，但激进的元素与保守的元素并非相互

冲突，而是共同塑造了利益性家庭的形态。 
利益性家庭的生成机制实际上来自于家庭与市

场之间特定的互动关系。在现代化范式之下，市场

单向度地将扩大家庭“化”成核心家庭，忽视了家

庭的嵌入与适应这个向度。事实上，家庭以作坊经

济为基础嵌入市场，并通过调整家庭生产与生活的

策略以适应市场逻辑。在这个过程中，家庭首先就

是作为一个有机性和生产性的实体单位出现的。当

然，市场对家庭也存在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市场的利益也不断

向家庭这一实体性单位输送。这些利益并非以无序

的方式涌入家庭，相反，嵌入市场中的家庭，为了

与市场对接而形成了一套内生性的组织方式，即家

庭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的利益正是借由家庭化

的生产组织体系而进入家庭，并塑造了利益性家庭

形态。其次，与利益输送相伴的还有市场中的风

险和竞争导致的压力，为了应对压力和风险，充

分动员和内向积累的家庭模式成为一种有效的途

径。由此，家庭的生活功能、情感功能乃至家庭继

替的方式都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换句话说，家庭

既获得了市场的收益，也承担了市场的成本。 
利益性家庭的稳定性主要在于收益与成本的

平衡。当然，这个平衡不可能是静态的，而且，

其平衡的代价是家庭伦理的淡化。当家庭结构的

完整性不再能够依靠伦理来保证的时候，只能求

助于利益的凝固作用。那么，利益性家庭的稳定

性机制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可持续性。问题是家庭

嵌入市场必然伴随着风险，如果市场的风险最终

超出了家庭的应对与承受能力，家庭作坊经营出

现问题而导致家庭内部的利益消散，那么，失去

了利益支撑的家庭，家庭伦理的弱化便极有可能

导致家庭结构的解体。如此一来，利益性家庭便

与市场相捆绑，与市场的命运共沉浮。 
总之，利益性家庭提供了透视市场经济之下

小农家庭稳定性的另一种视角。在从传统向现代

的转型中，中国农村固然遭遇了伦理性危机，但

伦理性危机是否必然导致家庭解体，仍然是一个

值得深入研究的经验问题。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

农村相比，浙江 J村这样一个发达地区的农村家庭
却并未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而走向彻底的现代

化，而是徘徊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因此，需要对

传统—现代的二元论保持反思，家庭的转型并非
与传统的决裂，也非彻底的拥抱现代性。半工半

耕的家庭逻辑如此，利益性家庭同样如此。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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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这种“中间状态”，才能建立对于中国家

庭转型的厚重理解。 

注释： 

① 黄宗智注意到了城镇服务业中的家庭“个体户”的现

象，并且认为这是另一种家庭经济逻辑，其家庭组织形

成是核心户而非三代家庭。但是，黄宗智并未深入讨论

“夫妻老婆店”这种家庭形式。 

② J 村人的消费，主要表现在住房与汽车方面，但在日常

生活的其他方面，J 村人的消费并不充分。事实上，从

调查的情况来看，J 村人的消费类型属于社会性消费而

非享受性消费，或者用凡勃仑的说法，即炫耀性消费。 

③ 在打工经济的逻辑下，农民实质上是以个体的力量直面

市场，参与市场的不是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而是作为

自由劳动力的个人。在这个意义上，黄宗智笔下所描述

的半工半耕基础上“三代家庭”更具有不稳定性。按照

孙立平等人的说法，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体制极

大地牺牲了家庭，且造成了市场对个体的压迫。 

参考文献： 

[1] 雷洁琼．家庭社会学二十年 [J]．社会学研究，
2000(6)：1-4． 

[2] 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评述与回顾[J]．社
会学研究，2010(3)：199-246． 

[3] 费孝通．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天津社会科学，
1982(3)：2-6． 

[4] 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中国社会科
学，2006(1)：96-207． 

[5] 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江海
学刊，2008(4)：108-113． 

[6] 刘燕舞．从核心家庭本位迈向个体本位——关于农村
夫妻关系与家庭结构变动的研究[J]．中共青岛市委党
校学报，2009(6)：42-46． 

[7]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J]．北
京：中华书局，2000：154． 

[8] [美]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
[J]．开放时代，2009(2)：51-73. 

[9] [美]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与法律史
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1(5)：82-105． 

[10] 陈辉．“过日子”与农民的生活逻辑——基于陕西关
中 Z村的考察[J]．民俗研究，2011(4)：260-270． 

[11] [美]W·古德．家庭[M]．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1986：168． 

[12] [美]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
[J]．开放时代，2009(2)：51-73． 

[13]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
源[M]．刘阳，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24． 

[14] 王思斌．社会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06． 

[15]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阎克文，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78． 

[16]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龚小夏，译．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17] 桂华．圣凡一体：礼与生命价值[D]．华中科技大学, 
2013：17． 

[18] 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3． 

 
责任编辑：陈向科 

 


